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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清”前后山路村村干部构成分析
梁 锐

(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，山西 太原 030006)

摘 要: 村干部是理解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面向。四清运动对村干部结构变化影响显著。
文章运用山西永济山路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，量化分析四清前后村干部人员年龄结构、文化程度、阶级成分、政治面

貌、人生阅历等要素，发现四清对村干部受教育水平结构影响不大; 主要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年龄在大四清后呈年

轻化趋势; 四清过后党团员干部比例增加，国家对基层农村控制力持续加强; 干部阶级成分呈“低”走趋势，中农比

例不高，上中农基本排除出干部队伍; 村干部来源复杂多样，不完全受四清运动影响。总体而言，四清过后，村干部

的多样性并没有完全消解，而村干部硬件条件朝着更加“纯粹”的方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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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化时期，农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阵地。
村干部是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，不仅是国

家政策在农村的推行者，也是农民的直接组织者和

领导者，在生产和生活中处于重要地位。中国共产

党历来重视对村干部进行教育和整顿。四清运动是

中国共产党继土改之后在农村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政

治运动，矛头直指村干部，是村干部研究中的重要时

间节点。
关于四清与村干部问题的研究，学界主要从大、

小两次四清①整顿对象和运动的实际效果，四清时

期村干部“四不清”内容、类型与村干部监督机制，

四清过程中村干部权力斗争、权力继替等几个方面，

对不同地区不同村庄进行研究，多以口述、档案的描

述性研究为主。②以村庄阶级成分登记表为主体资

料，辅以其他四清档案，用量化方法开展对四清时期

村干部群体结构的研究目前尚少。本文将以四清

前、小四清、大四清为时间节点，对山西省永济县山

路村村干部构成进行历时性分析，探讨村干部结构、
四清运动与村干部的关系等。

行龙教授曾专门撰文研究阶级成分登记表的重

要性，认为阶级成分登记表是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

研究的重要文本。阶级成分“是那个时代个人和家

庭的最重要的政治符号”，阶级划分经过严格的评

议与复议，故阶级成分登记表是相对真实和可靠的

史料。并且阶级成分登记表以家户为单位，记载了

个人年龄、性别、职业、文化程度、政治面貌、个人简

历等系统的资料，内容非常丰富。［1］105 － 129 本文所依

据的主体资料正是 1963 年［2］、1966 年山路村阶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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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分登记材料［3］，以及 1953 年《山路大队土改时期

阶级状况及当时干部状况登记表》［4］和 1966 年《有

关各种组织和历任干部花名册及干部摸底表》。［5］

本文所涵盖的村干部的概念，主要以 1966 年《有关

各种组织和历任干部花名册及干部摸底表》上所记

载的职务名称为依据，以村庄农业生产干部为主体。

一 山路村四清由来

山路村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境内，于 1947
年解放并进行土改。

1963 年 5 月和 9 月，中共中央陆续颁布了《关

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( 草案) 》( 即“前

十条”) 和《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

政策的规定( 草案) 》( 即“后十条”) ，经过在省级范

围内试点后，1963 年 9 月，永济县委开始在大队进

行试点工作。1963 年 11 月 － 1964 年 2 月，永济县

公社四清运动正式开始。期间，在 1963 年 12 月，县

委四清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。1964 年 3 月，永济

县第一批大队四清运动开始，共在 35 个大队进行，

要求干部“洗手洗澡”，“重点解决干部思想革命化、
解决干部在经济上、政治上的‘四不清’”; 在运动的

最后阶 段 要 整 顿 组 织，整 顿 经 营 管 理，促 进 生 产

等。［6］198 － 199，205 － 206

1964 年 3 月 12 日至 9 月 16 日，山路村开展了

以“清经济”为主的粗线条四清。但这次四清运动被

认为只注重经济，对政治问题重视不够。
1965 年 1 月，中共中央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

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》( 即“二十三”条) 发出后，2
月中旬，晋南地委即召开地、县、社三级干部会议，讨

论以“二十三”条为纲组织 1965 年农业生产。会

后，晋南地区在全区范围开展第二批社会主义教育

运动。1965 年 8 月 16 日至 1966 年 5 月底，山路村

便展开了以“清政治、清经济、清思想、清组织”为内

容的四清运动。1966 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山路村四清

运动并入文革。在这次四清中，山路村被划为三类

大队，成为四清重点村。清理山路村“走资本主义

道路的 当 权 派”成 为 这 次 运 动 中 非 常 重 要 的 内

容。［7］

在四清运动前后，山路村是近 1900 人的单村大

队，村干部数量较多。不仅资料相对全面，并且是四

清重点整顿的三类大队，更能凸显四清力度以及村

干部群体运动前后变化。故选而用之。

二 四清前后山路村干部构成分析

1965 年山路村大四清时要求工作队在大搞生

产的同时，认真摸清 1964 年小四清底子: 要求不仅

要摸清大队的基本情况，还要分析干部、群众各阶层

当前的思想动态。其中，弄清干部的四不清底子

( 即 1964 年小四清收缩后的基础底子) ，以及小四

清后已解决和尚未解决的问题，成为一项重要任务。
对于这个底子，要求分开现任、卸任干部，按问题进

行排队; 还要摸清各阶级状况和地富反坏的破坏活

动; 并且，根据山路大队历次政治运动情况来考察土

改彻底与否，镇反彻底与否; 最后，要从澄清大队历

年生产情况和群众逐年收入的底子中，看该村干部

自公社化以来走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路

子。通过摸底，再初步确定该大队的主要问题和性

质，从而确定工作队的工作方法。［8］因此，工作队整

理了相关的干部名单以利于开展四清工作。本文这

一部分所用的资料之一是 1965 年 9 月所制《卸任干

部统计表》，是至少在小四清前曾在该村担任过村

干部者名单。一部分资料是 1965 年 9 月所制当年

《现任干部统计表》，所载为小四清后在任村干部。
一部分是 1966 年 5 月的《现任村干部统计表》，所

记录的是大四清后在任干部名单( 见表 1) 。三份表

格①体现了山路村两次四清、前后三个阶段干部任

免变化情况。

表 1 山路村四清前后干部人数统计表②

大队干部 队长 副队长 会计 统计 保管 妇女队长 其他 总计

卸任干部 6 11 21 27 5 － 76

小四清后在任干部 10 14 11 33 13 8 83

大四清后在任干部 21 14 － 14 － 14 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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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这三份表格均来源自 1966 年《有关各种组织和历任干部花名册及干部摸底表》。
文中所有图表均根据 1963 年、1966 年两份阶级登记材料，1953 年《山路大队土改时期阶级状况及当时干部状况登记表》，

以及 1966 年《有关各种组织和历任干部花名册及干部摸底表》绘制。



本文将从村干部的年龄结构、文化水平、阶级成

分、政治面貌，以及个人阅历等方面进行阶段性的量

化分析，从而考察四清运动与村干部构成的关系。关

于山路村干部的性别结构，受资料限制，暂不讨论。
( 一) 年龄结构

参考 1966 年《山路村阶级成分登记表》，经统

计，山路村大队干部中，卸任大队干部平均年龄与小

四清后在任大队干部的平均年龄比较接近，分为别

为 38 岁和 37 岁。
6 位卸任大队干部中，20 － 29 岁年龄段，只有一

位( 副支书) 被免职。能够在小四清后依然担任大

队主要干部，如大队支书、副支书、主任、副主任职务

者，年龄均在 44 岁以上，从其个人阅历上看，均为既

有经验也有能力者。小四清后在任大队干部平均年

龄为 37 岁，大四清后集中在 20 － 39 岁年龄段，平均

年龄为 29 岁，呈明显下降趋势。
生产队干部以生产队长最为重要。卸任干部

中，11 位生产队长的平均年龄接近 40 岁，图 1 显

示，30 － 39 岁与 40 － 59 岁的生产队长各占一半。
小四清后在任 14 位生产队长的平均年龄为 43 岁。
40 － 49 岁年龄段的生产队长人数最多，达 9 人，超

过生产队长人数的一半以上，另外还有 2 人年龄在

50 － 59 岁区间。年龄代表一定的阅历和农作经历，

特别在 1961 年基本核算单位划归生产小队之后，生

产队长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每个生产小队的收入，实

际上，在小四清前后，山路村生产队长人选以农事经

验丰富的中农男性为多。大四清后，在任干部平均

年龄约为 38 岁，与小四清后生产队长平均年龄相

比，略呈现下降趋势。

图 1 四清前后山路村村干部年龄结构统计图①

由于大四清后干部名册关于生产队干部只记录

政治工作员、生产队长和会计，但是会计不完全，保

管缺失，因此不列入讨论范围。史料中山路村同一

时期同一人员，其会计、统计职务名称记载常常出现

混淆，为了忠于资料，文章将生产队会计、统计分别

统计。
生产队保管，负责保管生产队财产，是生产队的

主要干部。据图 1，在卸任生产队会计、统计和保管

中，保管的撤换人次最多，为 21 人，平均年龄为 47
岁，相对年长。40 岁以上者占卸任保管人数的一半

略多，其中又以 50 岁以上为主。小四清后，生产队

保管的平均年龄为 32 岁，40 岁以上者只有 3 人。
卸任生产队统计平均年龄在 40 岁左右，卸任生

产队会计平均年龄在 30 岁左右。小四清后在任干

部中，生产队统计的平均年龄为 26 岁，生产队会计

的平均年龄为 23 岁，其中在任生产队会计和统计以

20 － 29 岁年龄段人数最多。
根据目前的资料，尚无法判定，小四清前后，生

产队队长、会计、保管年龄是否有下降趋势，但是小

四清后，会计、统计、保管的年龄相对年轻是毋庸置

疑的，其中，保管略微年长。
( 二) 受教育水平

文化程度是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。受教育

水平是文化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。

图 2 四清前后山路村村干部受教育水平统计图

图 2 显示，总体来讲，山路村村干部受教育水平

以小学为主。
在 76 名卸任干部中，除去 18 名记录不详，以及

文盲者 3 人，初小文化水平的村干部 28 人，人数最

多，占卸任干部总数的 37% ; 完小和高小文化水平

的村干部人数 14 人，占 18% ; 综合看来，小学程度

文化水平者占据卸任干部总数的 62%，而初中以上

文化程度者 7 人( 其中有高中生 2 名) ，只占村卸任

干部总数的 9%。
在卸任掉上述干部之后，小四清后在任村干部

呈现受教育水平低的特征，以小学文化程度为主。
在 83 名干部中，除去 25 人( 即 30%的人记录不详)

① 鉴于生产队会计、统计、保管与财物收支密切关系，为了讨论方便，文中适当选择三者分散列表或者合并列表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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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不详，文盲 3 人，初小文化水平者 22 人，占据

27% ; 其次是完小和高小文化水平者 20 人，占据村

干部总数的 24%，加之“小学”者 3 人，总体上小学

程度文 化 水 平 的 村 干 部 人 数 最 多，占 总 人 数 的

55% ; 初中和中专文化水平的村干部共 11 名，占村

干部总人数的 12%。
具体职务而言，卸任干部中，大队干部、生产队

长、副队长、保管者小学文化水平占据绝大多数，生

产队会计、统计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人数最多。小四

清后在任干部中，大队干部、生产队长、副队长依旧

以初小程度为主，但在卸任掉大量初小文化程度的

生产队保管之后，生产队保管的学历以完小、高小和

中学为主。由于财务工作的特殊性，需要具有一定

文化水平的人担任。在 1960 年 7 月《中共中央关于

加强农村人民公社财务工作的指示》指出为了培训

和提高财务干部，加强财务工作的领导和监督，要吸

收一部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农民、一部分初

中毕业生和高小毕业生，进行短期财务会计工作。
从山路村的情况来看，生产队会计、统计、保管作为

直接与财务有关的村干部，其整体文化水平的实际

情况与政策相吻合。
大四清后在任干部名册中，大队干部和生产

队长仍以小学文化为主，生产队会计以完小、高小

文化水平为主( 只有 1 名初小文化水平，完小或者

高小者 8 名，初中者 5 名) 。政治指导员也以小学

文化为主。
综上，山路村在两次四清前后，村干部的受教育

水平普遍以小学程度为主，会计、统计、保管文化层

次相对较高。
( 三) 家庭出身分析

在集体化时期，家庭出身对个人命运产生了重

要的影响。

图 3 四清前后山路村村干部家庭出身统计图

结合图 3。总体而言，卸任干部群体的主体为

贫下中 农 出 身 者，共 53 人，占 卸 任 干 部 总 数 的

67% ; 其次是中农者，15 人，占总数的 19% ; 上中农

出身者有 9 人，占总数的 12%，其中生产队长和副

队长占据了大多数 ( 7 人) ，其次是生产队保管 ( 2
人) ，卸任大队干部中没有上中农出身者。这 9 名

卸任上中农干部中，3 人阶级成分分别从土改时

( 1950 年) 的贫农 ( 副队长) 、下中农 ( 保管) 、中农

( 队长) 上升到 1966 年四清时候的上中农①，其余 6
人土改时候已经是上中农出身。16 名中农出身的

卸任干部中，2 人从外村结婚而来记录不详，1 人从

土改时的下中农上升到 1966 年四清时的中农，其余

13 人土改时已是中农。中农和上中农分别在生产

队长、副队长、队会计统计保管人数的比例是 36%、
38%、37%，均为三分之一以上。因此在卸任干部

中，土改时中农、上中农占据一定比例。
83 名小四清后干部中，除去 15 人记录不详( 占

在任干部人数的 18% ) ，贫下中农出身的村干部共

53 人，占小四清后在任干部总数的 64%，其次是中

农出身者，10 人，占总数的 12%，而上中农数量仅为

1 人( 土改时与四清时划分一致) 。将中农和上中农

出身的村干部一起计算，小四清后在任村干部中，中

农、上中农出身的村干部有 11 人，占在任干部总数

的 13%，相较于贫农出身的干部，比例很小。在上

述中农村干部中，1 人( 保管) 是从土改时下中农上

升到 1966 年的中农成分，其余的村干部的阶级成分

土改时与 1966 年保持一致。因此，这些中农干部以

土改时中农为主。
结合卸任干部名册，可见，在卸任掉部分村干部

之后，小四清后在任干部中，上中农出身的村干部数

量极少，中农出身的村干部整体比例大大低于贫农

出身者，其中土改时中农占据很大比例。故，在小四

清过后，山路村村干部以贫农出身的村干部为主体，

土改时中农出身者次之，上中农者数量几乎可忽略

不计。
大四清时，21 名大队干部中，贫下中农占据 20

名，比例极大。中农干部数量极少，只有 1 人，为土

改时中农。14 名生产队长中，贫下中农 13 名，只有

1 名中农，为土改时中农。14 名生产队会计中，贫下

中农 11 名，中农 1 名，为土改时中农，上中农 2 名，1
名记录不详，1 名为土改时上中农。14 位生产队政

治指导员中，13 名贫下中农出身，只有 1 位中农，是

① 四清时期农村的阶级成分，一般情况下，以土改时的阶级成分并参照合作化以前变化了的成分作为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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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改时下中农。由于大四清在任干部名册关于生产

队干部只记录队长、会计、和政治指导员，在 1966 年

材料制作者所着重的生产队重要干部为前述三种。
故，大体来看，大四清之后，山路村重要干部以贫下

中农为绝大多数，土改时中农出身的干部比例很小，

上中农出身的干部依然极少，但存在。
地主阶级是土改的重要对象，加之在历次针对

农村干部的整风整党中，为了防止敌人的渗透、破

坏，将地、富、反、坏分子进行甄别和清除，从而保证

组织上的纯洁性是重要的内容之一。因此，从资料

上看，四清后的村干部中没有地主、富农成分者。
1960 年以后，特别是 1961 年之后，结合人民公

社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的所有制变革，中央陆续

下发文件要求在农村进行相应的整社和整党。四清

时，中共中央在“前十条”、“后十条”、“后十条 ( 修

正草案) ”以及“二十三条”中对阶级、干部阶级成分

的问题进行过详细的阐述。山路村小四清，正值

“前十条”与“后十条”颁发之际，这两个文件中对村

干部阶级成分有基本的判断: 百分之七、八十的广大

基础干部中是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。由于上中农是

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较大的阶层，在农村中，社会主

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内容之一就是贫下中农

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同上中农的资本主义方向所坚

持的斗争，不斗争不足以巩固集体经济。因此对于

一部分上中农阶级成分的干部，要在保证贫下中农

成分的干部占优势的情况下，视情况而定。若是老

上中农，则一般不宜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，

若是新上中农成分的干部，只要其决心同贫下中农

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则不改变其职务。［9］696结合图

三，总体看来，在大队干部中，上中农出身干部受到

严格控制。在卸任大队干部中没有出现上中农出身

的村干部，在小四清和大四清后，大队干部中依然没

有上中农出身者。但是在两次四清运动过后，生产

队长中出身上中农的干部卸任了。生产队副队长中

的上中农出身者在小四清过后，也被肃清。受资料

限制，1966 年之后副队长变化无从考，故暂且不论。
但，在四清运动前后，生产队与财务、统计最为密切

的干部中始终存在上中农出身干部，并且始终存在

土改时期上中农出身的干部。
卸任村干部名单中上中农和中农出身的村干部

卸任量相对较大，四清后贫下中农出身者为村干部

的主体，中农出身者在村干部干部队伍中比例大大

低于贫下中农出身的村干部，村干部的阶级成分保

持“低”的水平，在家庭出身上，山路村干部队伍趋

于“纯粹”。
( 四) 政治面貌分析

中共在土改中培育出农村革命的骨干力量，在

这些骨干力量中产生的村干部在村庄历史舞台上发

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政治忠诚作为坚持正确的革命路

线以及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，被视为干部的重

要政治品质，并受到中共高度重视。
政治面貌表明一个人的政治归属，是政治身份

的最直接的反映，党员或者团员的政治面貌一定程

度上表明个人的思想倾向、政治立场和观点，也在很

大程度上代表着对党、国家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

忠诚。村干部是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，拥

有党、团员政治面貌的村干部代表着他们的政治立

场以及很大程度上的政治忠诚。

注: 此图包括现在政治面貌和已经到达年龄自动退团的团员

图 4 四清前后山路村村干部政治面貌百分比统计图

参考图 4。卸任干部名册中，卸任大队干部 6
人，其中党员 4 人; 小四清后在任干部共 10 名，其中

党员 6 人，团员 2 人，党团员占据大队任职干部人数

的 80% ; 大四清过后，21 名大队任职干部中，党员

16 人，团员 3 人，党团员占据大队任职干部人数的

90%。小四清前，党团员已经在大队干部中占据一

定比例。两次四清后，大队干部中党员占据比例极

大，其次为团员所占比例。
大队是介于公社与生产队之间、也是国家与基层

社员之间的行政层级。在 1961 年实施“三级所有，队

为基础”之后，大队虽不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，但也承

担着国家政令向生产队的上传下达、大队生产计划的

制定者的角色，甚至还关系到中共在农村的路线问

题。结合上面数据，经过两次四清，山路村大队是党

团员干部最为密集的行政层级，单就党团员比例而

言，党和国家在大队层级具有强大的影响力。
其次，生产队长中党团员比例明显上涨。1961

年之后，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，生产队长更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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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者居之，无硬性要求非为党团员不可。卸任生产

队长中只有 1 位党员。小四清后在任生产队长中党

员比例也极低，只有 3 人，占生产队长人数 21%。
但在大四清过后，生产队长中党员 9 人，占该时生产

队长人数比升至 64%，比例大幅增高。因此，大四

清后，党团和国家对生产队的影响力也显著增加。
生产队政治指导员，负责生产队的政治教育、宣

传等事宜，原则上要求党员担任。在 1965 年山西省

专门下文，要求全省范围内系统建立政治工作①，小

四清时，生产队政治指导员明确列入山路村干部名

册。小四清后在任生产队政治指导员中，党团员占

该职务人数的一半，大四清之后，党团员占该职务人

数的 79%，超过了该职务人数的一半以上。生产队

政治指导员职务的设置，并且该职务任职人员党团

员人数比例之高，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于基层生

产单位政治工作的重视。
虽然，在卸任的 54 名生产队副队长、会计、统

计、保管中，党团员只有 6 人，占比 11%，而小四清

过后，27 位生产队副队长、会计、统计、保管中，党团

员只有 4 人，占比 15%。大四清之后，鉴于史料只

记载了生产队会计的相关情况，有限的资料显示 14
名生产队会计中只有 2 名党员，比例依然较低。生

产队妇女干部的党团员比例也极低。但是，主要大

队干部和生产干部的党团比例居高，已经实现政党、
国家对农村基层的高度影响力。

( 五) 村干部个人阅历分析

结合 1966 年山路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，笔者将

卸任干部和小四清后在任村干部任职前个人简历进

行了关键词统计。个人阅历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时代

烙印却使得个人的经历具备某种同质性。在某种程

度上，年龄差异标志着时代差异，干部任职前职业具

有鲜明的时代特色: 出生并成人于土改前者，在土改

前，职业类型主要有务农 ( 村干部个人资料上仅列

出此一项者) 、长短工、商铺打工者、弹棉花、做生意

者、教员、国民党( 包括阎锡山部或蒋介石部) 军人、
警察，国民党村干部、日据时期军人、警察 ( 属于日

伪序列) 、日伪劳务( 参与日伪其他组织者) 、日伪村

干部; 土改后职业类型主要有，土改干部( 即老村干

部) 、解放后扫盲教员、1958 年后外出务工( 特指“大

跃进”以后进城务工②) 、固定工作( 包括农场和其他

固定单位) 、解放后当兵以及上学后回村务农者( 此

项专为年轻干部设立) ③。总体上看，40 岁以上的干

部经历相对复杂，受政治环境影响最大。30 － 39 岁

的干部一般没有参加日伪或者国民党时期军警或者

村干部的经历。20 － 29 岁的村干部简历相对简单，

主要为毕业后回村劳动者。
另经笔者统计，76 名卸任干部中，22 人( 29% )

资料中只有“务农”一项，其余 54 人( 71% ) 阅历非

常丰富，均从事过务农以外的其他职业。在卸任掉

以 上 干 部 后，83 名 小 四 清 后 在 任 干 部 中，35 人

( 42% ) 资料中只有“务农”一项，其余 48 人( 58% )

经历丰富，从事过务农以外的其他职业。
因此，村干部所从事过的职业的非单一性是较

为普遍的。实际上，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还

是建立后的山路村，务农、打工、当兵是村干部最常

拥有的阅历，此外，个别以教书为生。但是中华人民

共和国建立前，经商作为一种职业经常被列入的个

人简历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相关资料中很少

提及。与之前不同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现

“在外固定工作”者，主要指参加解放军转业到地方

政府或者事业机关工作者，以及国营农场工作的人。
将上述职业种类以参与政治活动的类型进行划

分，笔者统计出 8 种类别，并制作出图五。
经统计，76 名卸任干部中，14 人记录不详，“没

参加过活动”者 36 人。只参加过“革命”者只有 5
人。参加过“日伪 + 革命”者 1 人，参加过“蒋阎匪

+ 革命”者 2 人。只拥有“蒋阎匪”或“日伪”经历者

18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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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1965 年 4 月 23 日，中共山西省委文件( 65) 82 号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秘书处《关于系统建立农村政治工作的指示》中规定

要像解放军那样，自上而下，建立政治工作机构，政治工作制度，系统地建立农村政治工作，在生产大队设政治指导员，一

般由支书兼任; 在生产队设政治工作员或者政治指导员，在有条件的地方可让民兵排长或党的小组长兼任。
跃进期间，山路村曾有一定数量的社员外出去侯马等地做工。
参见王海光的《当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沿革的宏观分析———新中国城乡二元体制述论》( 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03 年 4
期) ，1958 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出台，该条例旨在“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，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

外流”，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户口登记制度。标志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成立。“大跃进”中，农村劳力大量进城，城

市难以承载，到 1961 年，城市大规模压缩人口，公安部门人口流动进行强化限制。1963 年，国务院批转了《公安部关于处

理户口迁移的规定( 草案) 》，堵住农村人口迁往城镇之路，新中国户口迁移制度的最后确立了。由于此后，在农村，社员

只有通过当兵、工厂招工、升学才能走出农村，因此这里列出当兵、务工、上学后回村几项。



( 注:“没参加过活动”指在任职之前没参加过任何党派

及日伪、阎匪的任何民团、军队、警察等; “革命”指任职

之前特别是土改前后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民团、军队，包括

土改时期村干部;“日伪”指任职之前主动或被迫参加过

日伪军队、警察、民团、村干部;“蒋阎匪”一词来自于“阶

级成分登记表”所用名称，指任职之前主动或被迫参加

过蒋、阎军队、警察、民团、村干部。)
图 5 四清前后山路村村干部个人阅历统计图

83 名小四清后干部，22 人记录不详，“没参加

过活动”者 47 人。只参加过“革命”者只有 1 人，参

加过“蒋阎匪 + 革命”者 2 人，参加过“日伪 + 蒋阎

匪 + 革命”者 2 人。只拥有“蒋阎匪”或“日伪”经历

者 9 人。
62 名大四清后干部中，3 人记录不详，51 人“没

参加过活动”。只参加“革命”的仅有 2 人。只拥有

“蒋阎匪”或“日伪”经历者 7 人。
总体而言，在卸任的干部和两次四清后的干部

中，“没参加过活动”占据比例最大。其次，在卸任

的干部和两次四清后的干部中，土改前后参加过

“革命”者在合作化之后担任村干部者虽比重有限

却切实存在。再次，在卸任掉 21 名拥有日伪、蒋阎

匪经历的村干部后，仍有一定数量的日伪、蒋阎匪经

历的人留在村干部队伍中，并且在大四清过后，这种

现象依然存在。
一般来讲，在政策范围内，除非重大历史问题，

一般历史问题并不会对村干部当选产生重大影响，

并且有的人达不到一般历史问题的程度。在村庄实

际生活中，村干部的来源不仅具有多样性、复杂性，

而且这种多样性、复杂性没有完全在政治运动中消

解，也并不完全影响村干部的任免。
高级社完成了土地的农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

的转变，村干部成为社员生产、生活的管理者。村干

部权力的特殊性吸引着不同年龄、不同经历的村民。
但客观上讲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，山路村大部

分干部以务农为主，而上文所列的村干部曾拥有的

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也反映着不同生活背景的村民对

村落权力的诉求。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还是

建立后，务农以外的职业，使他们开拓了视野，增长

了见识，扩展了交游范围，也增加了个人能力。

三 结语

村干部是理解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会结构的一

个重要面向，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农村的一个重要的

视角。四清是重要的时间节点，在四清前后，村干部

结构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。
在人民公社时期，特别是 1963 年以后，农村社

会十分封闭，相对于普通社员，村干部拥有很大的权

力，一定程度上，他们可被视为农村社会一个不同于

普通社员的阶层。本文通过对四清前后山路村村干

部结构进行研究，发现:

从年龄来看，小四清前后，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

年龄较大者占据一定比例，大四清后，二者平均年龄

略呈下降趋势，其中以生产队长平均年龄下降最多。
从受教育水平来看，两次四清过后，村干部文化

水平以小学为主。但财务、统计类干部文化程度相

对较高。四清运动对于村干部的受教育水平结构影

响不大。
从阶级成分来看，卸任干部中上中农成分的村

干部相对较多，小四清后，上中农成分的干部人数基

本可忽略不计。大四清后，上中农干部依然人数极

少，但存在。需要注意的是两次四清前后，大队干部

中均不存在上中农成分干部。并且两次四清后生产

队长职务中也不再存在上中农出身的干部; 此外，中

农成分的村干部在小四清后占一定份额，大四清后，

中农出身的干部比例也维持在较低水平。贫下中农

是国家所要依靠的力量，贫下中农干部是村干部的

主体。大队干部的无上中农，生产队长的去上中农

化，村干部中农比例的低水平，共同诉说出一个现

实: 村干部的阶级成分正在朝着一个更“低”的方向

发展，干部队伍从阶级上变得更为“纯粹”。
从政治面貌上来看，两次四清过后，大队干部党

团员比例极大。小四清后，生产队长党团员比例很

低，大四清后，生产队长党团员比重大幅增加。另

外，国家对生产队政治指导员的重视，并且这一职务

始终以高比例的党团员担任。可见，通过两次四清，

尤其是大四清后，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影响更加强力。
从个人阅历上看，小四清前后，均存在一定数量

的有过日伪、蒋阎匪、军警、行政组织经历者来担任

干部。大四清后，这样的干部依然存在。村干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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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具有多样性。
综上所述，从村干部构成变化上看，四清运动把

山路村村干部从硬件条件上变得政治上更加忠诚、
阶级上更为可靠，但村干部来源的复杂多样性依然

存在。在实际的农村生产生活中，村干部离不开真正

有能力者。四清运动改变了山路村政治权力格局，但

一些基本的问题也遗留下来，比如村干部文化程度偏

低、年轻化带来的政治激进、能力不足等问题。

参考文献:

［1］行 龙．“阶级成分登记表”: 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研究

的重要文本［C］．“农业集体化在中国和东欧: 平等与发

展”国际多学科学术会议论文集，2016．
［2］1963 年 5 月 1 日永济县山路大队山路村土改时期阶级

状况资料汇编［B］． 山西省永济档案馆，档案号 137 －
138．

［3］1966 年永济县虞乡公社山路生产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

［B］． 山西省永济虞乡镇资料室，档案号 31 － 45．
［4］1953 年山路大队土改时期阶级状况及当时干部状况登

记表［B］． 山西省永济市档案馆，档案号 260．
［5］1966 年有关各种组织和历任干部花名册即干部摸底表

［B］． 山西省永济市档案馆，档案号 265．
［6］运城地区地区党史资料编审委员会． 运城地区党史资料

［G］． 未刊出本，2000．
［7］1966 年山路大队村史家史［B］． 山西省永济市档案馆，

档案号 273．
［8］1965 年山路工作队工作计划、安排、总结、专题报告等材

料［B］． 山西省永济市档案馆，档案号 274．
［9］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

的规定( 草案) ［M］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: 下． 北

京: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1982．

An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illage Cadres
before and after Four Clean － ups Movement

LIANG Ｒui
( Ｒ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，Shanxi University，Taiyuan 030006，China)

Abstract: Village cadres are an important aspect in understanding the rural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People’s
Commune period． The Four Clean － ups Movemen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illage cadre structure． The arti-
cle trie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village cadres’age structure，education level，class status，political identity ，

life experience and other factors by taking use of the Class Status Ｒegistration Form of Shanlu village in Shanxi
Yongji． It is found that the Four Clean － ups Movement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education level structure of the village
cadres and that after the Four Clean － ups Movement，the brigade cadres and production team leader were much
younger; besides，the proportion of party member cadres increased and the state consistantly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
over the grass － roots rural areas;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 － class cadres was on the decline，and upper － middle －
class cadres were basically excluded; the source of cadres were complicated，but it was not completely influenced by
the Four Clean － ups Movement． Overall，the diversity of village cadres did not completely disappear after the Four
Clean － ups Movement，while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village cadres moved in a much purer direction．
Key words: village cadres; composition; the Four Clean － ups Movement; Class Status Ｒegistration For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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